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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喧嚣的喧嚣的，，沉实的沉实的，，朝向永恒的朝向永恒的
□□王士强王士强

中国诗歌的体量已经如此之大、人员如此之

多，诗歌现场如此活跃、热闹，这一年定然会有重

要的诗人、诗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成为未来诗歌

史上或长或短的一个段落。面对年度诗歌这一庞

然大物的言说对象，难免挂一漏万、言不及义，在

这样的前提下，我试图从纷繁的现象与海量的信

息中抽取出几条“线索”，编织成关于这一年诗歌

的一种图景或修辞，“全面”与“客观”是一个理想和

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是尽力而为。

“新诗百年”：反思与再出发

如果以胡适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

的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到2017年恰好是

100年。所以这一年关于“新诗百年”或“百年新

诗”的相关活动非常密集。“新诗百年”同样暗含

着一种焦虑，希望通过对百年的新诗进行盘点，

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新诗的合法性作出证明，

为新诗的经典化增砖添瓦。在这其中，“中国新诗

百年论坛”是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该项目自

2015年开始，每期一个主题，两年间在全国7个

省 18个市县举办了 18场研讨活动，第19场以

“中国女性新诗创作”为主题，第20场则为该系列

活动的总结论坛。2017年，有关百年新诗的学术

会议举办多场，如6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

中心等主办的“第九届当代诗学论坛·百年新诗：

历史变迁与空间共生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传承与变革：纪

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国际会议”，由《人民文学》

杂志社等主办的“新诗百年与校园写作”研讨会，

11月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等举办的“新诗

百年：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研讨会”等等。“新

诗百年”的书籍出版方面，较大型的是由中国作

协与《诗刊》编辑部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以

及由周良沛主编的《中国百年新诗选》。“新诗百

年”相关的活动形式多样，既有刊物专题、诗集出

版、理论研讨，也有诗会、诗歌评奖、诗歌展、诗歌

朗诵等形式，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

“新诗百年”的相关活动对于活跃诗歌气氛、

扩大诗歌影响、总结新诗成就、廓清相关问题等

是有益的，当然，也应该看到某些活动中流于形

式、自我加冕等问题。百年新诗走到现在，取得了

卓越的历史成就，但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比如

影响力的衰微、视野的窄狭、圈子化严重、独立性

不足、被消费逻辑所同化等等，说其面临着严重

的危机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新诗百

年”的活动如果能够促生中国新诗的反思品质、

对话精神，使其打开新的可能性，走向更为开阔、

自律、从容的境地，无疑是值得期待和欣喜的。

诗歌节、诗歌奖：繁荣及背后

当今中国诗歌体量巨大，新诗、旧体诗词的

创作者据说有数百万之巨，每年的创作、发表数

量则更为庞大、不可胜数。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

诗词，各种诗会、诗歌节、诗歌奖等活动都非常

多，足可作为当今诗歌“繁荣”之表征。近年来，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各级政府对于文化的重

视，诗歌这一体裁备受青睐，官方、社会、民间等

的各种资本投入到诗歌活动之中，确可谓热闹非

凡。这一年，较大型的诗会、诗歌节即有中国诗歌

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上海国际诗歌节、上海市

民诗歌节、中国天津诗歌节、中国（青岛）诗歌节、

武汉诗歌节、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南方诗歌

节、李白诗歌节、桃花潭国际诗歌周、成都国际诗

歌周、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等等。

诗歌奖方面，现在的诗歌奖多种多样，专业

水准和公信力各不相同，“一个人的诗歌奖”水准

不一定低，一些名头响亮的机构评出来的诗歌奖

却也不一定靠谱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应该相信，

时间是公正的，尊重诗歌者，必将获得诗界的认

可，亵渎诗歌者，众人的眼睛也不会被轻易蒙蔽。

2017年度的诗歌奖择其要者：第15届“华语文学

传媒大奖”，于坚、陈先发分获年度杰出作家、年

度诗人奖；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郑敏获中

国诗人奖，屠岸获诗歌交流奖；第三届“袁可嘉诗

歌奖”，蓝蓝获诗人奖，傅浩、刘文飞获翻译奖，张

清华获诗学奖；第四届“东荡子诗歌奖”，罗羽、敬

文东分获诗人奖、评论家奖；第二届“建安文学

奖”，雷平阳、肖水获诗歌奖，罗振亚获评论奖。

诗歌活动方面另外一个较明显的特征是“国

际化”的增强。而今的诗会、诗歌节“国际化”已近

乎时髦，成为“高端”活动之“标配”。本年，除了前

面所列的诸多国际诗歌节、诗歌周之外，还有

“2017中美诗人互译互访”、2017“中美诗学对

话”、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跨越语

言的诗意·诗歌翻译工作坊”第四季、北京师范大

学主办的“2017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等。这些活动

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作为一个侧面显

示出中国诗歌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诗歌”早已

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系统，而是“世界诗歌”的

一部分。诗歌活动的“国际化”对于中国诗歌扩大

国际影响力是有助益的，与中国经济实力、国力

的增强等自然也有关系。

这些活动的确昭示着诗歌的活跃与繁荣，对

于推介优秀的诗人诗作、促进诗人之间的交流、拉近

诗歌与公众的距离、提升公众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

养等是有益的，这些作用均显而易见，毋庸赘言。不

过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繁荣有时也是值得审视、应

该打上引号的。因为一些诗歌活动的主角并不是诗

歌和诗人，其背后可能是功利的考量，一些活动以

诗歌之名实际是在消费诗歌、利用诗歌，诗人沦为

点缀或道具，诗歌并未真正地发出声音，这样的诗

歌活动无疑是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不大的。

创作评论：静水流深，呈示自我

就诗歌创作而言，一年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明

显的“转向”或“转折”，它更多的是在此前方向上

的展开和深化。当代诗已极其多元、丰富，内部充

满差异性：口语的、意象的、抒情的；现实的、现代

的、后现代的；语言的、生存的；学院的、民间的；

智性的、及物的；主流的、边缘的；性别的、地域

的……“五花八门”、难以尽数。诗歌界“圈子”众

多、“派系”林立。除却过于狭隘化、情绪化、意气

用事等的缺憾之外，这样的情况却也正常，契合

诗歌的自由品质。如果整个诗坛一团和气、彼此

都写同一种诗，无论写得多么好、多么圆熟，恐怕

都是令人乏味的，而现在这样的状况固然混乱有

之、低水平重复有之、混水摸鱼滥竽充数有之，但

却也是有活力、有成长性，包含着可能性的，正如

诗人朵渔所说“不团结就是力量”。2017年，诗人们

在进一步走向“四面八方”，各个呈现着不同的自

己。“60后”、“70后”的写作群体应该是最富创造性

和影响力、整体水准最高的。当然，如果说到诗歌

的“变化”，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年轻诗人那里。而今

的年轻诗人写作的起点更高，接触的信息更多，想

象力丰富，对于时代变化的体察更为敏锐，他们的

作品是更可能包含和形成诗歌新美学的。有诸多

刊物对年轻写作者予以关注，《作品》杂志设置“推

手·90后推90后”栏目助力“90后”写作者，《草堂》

诗刊设置“最青春”栏目，主要发表“80后”、“90

后”诗人的作品，《人民文学》则专辟“90后”栏目，

2017年发表了庄凌、炎石、颜彦、李昀璐等“90

后”作者的诗歌作品。

2017年8月，第33届青春诗会在甘肃举行，

《诗刊》社为15位青年诗人每人出版一本诗集。霍

俊明主编的“中国好诗”第三季出版，李南、梁晓

明、胡弦、叶舟、何向阳、荣荣、姜念光、蓝野、白庆

国、严彬的10本诗集入选。此外，雷平阳的《击壤

歌》、李少君的《我是有背景的人》、张执浩的《神

的家里全是人》、毛子的《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

梁平的《家谱》、韩文戈的《万物生》、潘洗尘的《这

是我一直爱着的黑夜》、蓝蓝的《唱吧，悲伤》均厚

重而独异，有着较高品质。

诗歌评论方面，有数本具有个人鲜明风格特

色的评论文集出版，如张清华的《像一场最高虚

构的雪》、敬文东的《感叹诗学》、李犁的《烹诗》、

霍俊明的《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等，均形成了

个人化的语体风格和观念体系，各有“独门密

技”、卓尔不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学

人文库”的“‘70后’诗歌批评家文丛”推出陈卫、

刘波、熊辉、易彬、张立群、王士强六人的评论集，

是对“70后”诗歌研究者的一次集中推介。

AI写诗与“底层写作”

2017年，AI写诗并出版诗集可以称得上一

个事件。5月19日，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湛泸文

化在北京发布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著作者

为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AI写诗在诗歌界引

起了一时热议，大多数人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情

感、缺乏灵性、没有生活经验和生命记忆，其诗歌

很大程度上只是词语的随意组合，是语言的游戏

和空转，即使可以称为诗也难称好诗。不过也有诗

人指出，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有着无限的

可能性，它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往哪个方

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是今

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实际上，仅就现实性而

言，微软小冰的出现也是重要的，它至少可以是一

个镜鉴，小冰写得固然还不够好，但是写得还不如

小冰的诗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小冰的工作已

经完全可以替代这一部分写作者了。在这个意义

上，人工智能诗歌的出现提高了现代诗的门槛，对

诗歌写作和诗歌写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写诗代表了现代高科技进行诗歌

创作的可能，比较“高端”，现实之中还有处于“低

端”的为数众多的“底层写作者”。“底层写作”体

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也体现着一

种可贵的写作伦理。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

篇》收入100余位“北漂”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的

“漂”对具体个体而言意义不尽相同，但无论如

何，这一行动重新提出了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面

对现实以及当今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2017年

末，由《作品》杂志社组织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

工厂”诗歌朗诵及研讨活动在广东举行。AI写诗

和底层写作一定意义上可以构成一个象征，代表

了当今社会现实的两个极端，机器的人化与人的

机器化、资本与权利、发展与生存、自由与伦

理……它们构成了无比复杂、立体、混沌的“现

在”，而“未来”也必然与此有关。这同样是我们时

代的诗歌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这一年，诗人罗门、余光中、屠岸先后去世。他

们都是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诗歌老人，参与和

见证了新诗的历史，他们的离去使中国新诗的某

些重要区块发生了结构性的坍塌。好在诗人还有作

品留在人世，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命仍在。

人的自然生命终归有限，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那

些为人为诗俱好、人与诗相统一的，其人其诗之间会

互相成全、相得益彰，反之，则会有一种消解、递减的

效应。这是对我们时代诗人的一种提醒，也是常言所

说“做诗先做人”，“欲为诗，先修德”的道理。余光中

曾说诗人的工作是“与永恒拔河”，每一个诗人的写

作其实都应该是朝向永恒的，“与永恒拔河”。时代的

喧嚣与浮躁是客观现实，而诗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

反制和纠偏，诗人应有从喧嚣中脱身的能力，应该有

沉静下来、慢下来的定力，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勇毅。如此，其人其诗才可能距离永恒更近一些，

也才算尽到了一位诗人的本分。

20172017年诗歌年诗歌：：

影响影响的剖析的剖析与内在生成与内在生成
□□霍俊明霍俊明

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仍诗歌事件多么频仍、、炙炙
热热，，诗人的主体性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
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
只有建立于个人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真实感””和语言和语言““可信度可信度””之上的写之上的写
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更多的人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更多的人。。

对新一年的诗歌，我们并不一定能如预期的

那样看到新质和新变，而我们又总是期待着新的

一年与旧的一年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正是文学

“进化论”在作祟，而忽视了文学的内在规定性以

及新质生成的复杂性和缓慢性。

当下的诗歌生态因为处于变动性结构，任何

言之凿凿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当下诗歌显然已

经成了庞然大物，诗歌人口和诗歌产量巨大到超

乎想象，各种言论、行为、活动等现象花样翻新且

层出不穷。诗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

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

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换言之，我们更为关

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

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对诗

歌运动和活动热潮的追赴已成不争事实，与此热

闹的诗歌狂欢节形成极大反差的则是诗歌自身

建设（体式、语言、修辞、文体意识）却并未被如此

集中和严肃地谈论。

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剖析

影响的焦虑或剖析一直在陪伴着100年来的

汉语新诗，这涉及到中国本土诗人的形象建构和语

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

能性等问题。《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是王家新对

叶芝、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

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等诗

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述评和回望。这似乎构成

了现代汉诗不言自明的显性传统，但是诗人们似

乎仍然羞于或不肯对那些影响了自己的汉语诗

人和汉语诗歌传统说出赞美之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人诗选》的

腰封上赫然印着“一种新的诗歌传统和诗歌前

景”，在杨庆祥看来，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

维、古马开启了一种对话式写作。两个月后，花

城出版社推出了另一个《新五人诗选》（臧棣、张

执浩、雷平阳、陈先发、余怒），该书同样体现了经

典化的意识，“对一个时期的诗歌状况做出评价

的预期”。关于新诗百年的总结在2017年成为一

个不断凝聚的增生点和讨论热点。这不仅指涉

百年新诗的体制、诗歌文化、资源传统、诗歌政

治、诗歌精神、诗歌生态、诗歌史叙事，还涉及对

100年现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

的评估。2017年1月初，诗人食指在《百年新诗

路在何方？就在脚下》一文的最后写道：“我看到

网上推选的新诗百年的百名诗人，竟然连诗人贺

敬之老师一字不提，深感震惊。”这涉及到百年新

诗的传统、经典化和历史叙事，而这一过程由于

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文化语境的变动而充满了变

动、波折和龃龉，甚至不乏戏剧性。谢冕就中国

新诗100年发表论文《前进的和建设的》，提出百

年新诗的传统、诗学革命、诗歌生态的变化，并强

调诗歌不仅是大众的更是个人心灵自由的独特

创造和独特表达。罗振亚指出百年新诗的发展

极其艰难，不断被各种外因所“割裂”而且还要承

受各种批评和诘难（《中国先锋诗歌的“百年孤

独”》）。陈仲义提取出了百年新诗的三个关键

词“独”、“悖”、“惑”（《百年新诗：一“独”二“悖”

三“惑”》），并且要厘清现代诗接受的误区从而确

立标准（《重提现代诗接受的“标准”问题》）。柏

桦的系列论文中讨论了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民族

性和语言问题。李少君强调新诗的问题本身就

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

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

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

新诗的成败得失”（《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当

下的诗词创作和研究以及传播也正在成为互相

提升、砥砺的综合体，“诗词理论研究的突破，实

际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优秀作品。而优秀的作品

需要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和赏析。具有学理性的

赏鉴或会心可读的点评，是优秀诗词进入研究视

野的必由之路”。（袁行霈、杨志新、王贺《增强文

化自信助 推民族复兴 把中华传统诗词传承好

发展好》）百年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已经取得

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单一横向移植西方

诗学而自身诗学传统建构乏见的弊端。正如孙

绍振在《学术“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尖

锐指出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长期“失语”、研究

者离开西方理论就变成“哑巴”。具体到2017年，

在诗学建设的整体性上而言最大的收获无疑是

敬文东的《感叹诗学》，“所谓感叹诗学，就是汉语

诗歌必须以感叹为本质；汉语诗歌——无论现代

还是古典——一切有可能出现或存在的其他特

性，都建立在感叹的基础之上。”

正是注意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以及愈益频繁的

交互性影响，欧阳江河认为谈论“大时代的大作品”

除了当代诗歌汉语内部语境之外还得借助于由

翻译、出版、传播以及国外诗歌界同行、媒体批评

等“他者眼光”构成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机制（《当

代诗与中间环节》）。“反思百年新诗，翻译诗歌这

一块，是绕不开去的重要话题——那样的一片

‘深蓝’，与汉语诗歌原本的‘金黄’，邂逅、交集、

反应、融合，方构成百年汉语新诗绿意葱茏之广

原”（沈奇《蓝色反应与另一种汉诗——有关新诗

与外国诗歌译介的几点思考之“虚拟论文”的“引

文”》）。胡桑在谈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汉语诗歌

批评是强调了翻译、民族国家、现代性和传统这

几个关键词，这呈现出世界文学图景中汉语诗歌

的某种特征。当我们继续从国际和世界看待中

国的诗歌，往往被强化出来的并不是内在的语

言、修辞、技巧、想象力和形式感的缓慢变化以及

相应的个人化特征，而是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西方

视野中的中国性和社会学的眼光，比如美国学者

龚浩敏的《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打工诗歌生态诗

学：郑小琼诗歌中的自然、政治和性别》，强调了

打工诗歌与田园主义的乡土诗歌传统的差异以

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

生态现实以及农民工身份、家园生态诗学等。

当代中国诗歌是何种面目？这几乎是所有

中国本土诗人的期待和焦虑。尽管近年来国际

诗歌交流活动趋于井喷状态，但是活动中的诗歌

与文本中的诗歌是两回事。

内在的规定性与隐秘生长

现在诗人和评论者以及那些微媒体上火热

的参与者们都似乎对回到诗歌自身的问题丧失

了耐心，这使得诗歌的讨论离本体越来越远，而

诗歌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文本”和“片面诗

意”。民刊的重要性在新媒体和个体化写作的语

境下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些民刊创办的初衷、过

程和现状，以及不同时期的文本和诗人的精神生

活史显现出了新诗的内在成长，《大家》在2017年

第六期“诗江湖”推出九个民刊的专辑，对这一领

域的重要问题做了记录和梳理。

诗歌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不只与技巧有关，

更与诗人的情感、经验、知识、想象力、语言能力

从业“道德”甚至精神场域相关。从诗歌的可能

性、创造力以及内在性来说，我们呼唤的正是“诗

歌的探险家”，正如臧棣所强调的“我的基本态度

是，诗人还是要有点探险精神”（《诗，作为一种生

命的机遇》）。在当前批评界面向百年新诗整体

性和宏大诗歌史的同时，也同样有研究者就诗歌

的细部进行诗学层面的梳理、辨析，比如周伦佑

的《现代诗的意象及意象类型》、西渡《当代诗歌

中的意象问题》都深入探讨了意象的相关问题。

牛艳莉则以“雪”的意象（场景）为中心，以微观化

的切口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曙光、王

家新、欧阳江河、沈苇、桑克、西渡等诗人在诗歌

内蕴和技艺上的特征以及变化、转型，在某种程

度上揭开了一个时期诗人的整体精神境遇、写作

母题、思想旨趣和美学风貌（《“诗意”的拓展与“诗

艺”的转型》）。沉稳的书斋型的新诗研究者则进行

史料的爬梳工作，比如张立群对20世纪60年代以

来近40种徐志摩传记写作现状的考察以及相关史

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易彬对彭燕郊与施蛰存书

信的钩沉、对穆旦“集外文章”的发现、讨论，姜红

伟通过史料的搜集对海子热恋时期的10首“佚

诗”的发现和考证工作，都对一个诗人的文本风

貌以及一段诗歌历史的场域做了重要的补充甚

至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也有诗评家对一贯的批

评空白和短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和开拓，

比如汉语批评家一直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母语和

双语写作处于失语的状态，或者笼统地纳入到一

般意义上的诗歌问题中去，大而无当，无的放

矢。张清华则在对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诗选

《燃烧的麦穗》阅读的基础上对维吾尔诗人的创

作进行了诗性而准确的分析，他的感受是具有代

表性的（《“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2017年较为醒目的是一些长诗和主题性组

诗的写作，如吉狄马加《献给妈妈的十四行诗》、

柏桦《竹笑：同芥川龙之介东游》、陈东东《序曲》、

梁晓明《死亡八首》、陈先发的“九章”系列、周伦

佑《生死三帖》、谷禾《描述蝴蝶的十八种方式》、

王久辛《蹈海索马里》、姚辉《欢乐颂》、剑男《春天

十三章》、高春林《神农山纪事》、阳子《一块巨大

的布》、安琪《凉山行》、王自亮《上海》、姜涛《在酿

造车间》、蒋浩《夏天》、江雪《洛丽塔》、成路《活

时间》、郑小琼《玫瑰庄园》、王琦《月牙泉》、马迎

春《圣途》。刘立云的组诗《上甘岭》惊心动魄，

“我认为，一个诗人的心脏理应更大一些，理应有

一定的纵深感；跳起来，也应该更强劲。面对当下

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如果我们的诗歌甘于沉

默，或者只满足于抒发内心的孤傲和小情调，可能

难逃苍白的命运。”（《回望一场战争》）为总结当下

的长诗写作，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专门举办“新时

代新史诗与长诗创作研讨会”，达成的共识是在史

诗式微的时代诗人的总体感知至为重要，尤其是在

“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已经失控的时代。欧阳江河

一篇文章中认为“大国写作”需要“长诗”的“大格

局”与之匹配（《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而就

我的阅读观感，当下写作长诗的诗人并不在少数，

但一些长诗徒有其表，而更近于一首首诗的简单

拼贴，而没有任何纵深的架构和整体可言。

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

仍、炙热，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

征候方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

内里和底色。这既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又是整体

的时代大势。诗歌在内质上首先是面向自我的，

是对经验、语言和命运的交代，是诗歌内在性的

缓慢生长，然而诗人与生活、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以及处理在当下显然发生了问题，“启示性的写

作，恐怕还是要在个人的镇定和时代的喧嚣之间

找到一种张力的平衡”（臧棣《诗，作为一种生命

的机遇》）。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

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

亮给更多的人，这是对自我精神的维护，对生命

内在意义的唤醒，哪怕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

“收窄”的“紧缩”的悲欣交集的感受。

诗歌是面向自我的，也是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

未来的。在诗歌教育上，在面对未来的向度上，2017

年度最大的收获是树才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蒋一谈的《给孩子的截句》。树才说：“诗是生命自身

闪耀着的光。光的源头呢？就是那颗童心。”

时代的喧嚣与浮躁是一种客观现实，而诗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反制和纠偏，诗人应该有从喧嚣中脱身而出的能力，应该有沉静下
来、慢下来的定力，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毅。如此，其人其诗才可能距离永恒更近一些，也才算尽到了一位诗人的本分。


